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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新常態？以主題及網絡建模技術探索中共 Twitter 外交的
戰狼溝通策略

顏瑞宏、傅文成

摘要

本研究通過 BERT 深度學習、LDA、SNA 技術，先後對中共外交官的 Twitter 推

文完成文本分類及主題、網絡建模等任務，從而探索中共 Twitter 外交的主題論述與溝

通策略。研究發現，戰狼溝通策略尚未成為外交工作的常態，現階段仍屬因勢制宜的

戰術調用，具有選擇性、針對性及目的性。但凡涉及對美鬥爭，中共多會出於鞏固政

權考量，靈活調用謊言、種族滅絕等戰狼溝通策略，主題集中於人權、主權、防疫、

治彊等議題。理論意涵方面，中共領導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國內挑戰上，Twitter 外交

呼應喉舌論，服膺黨的利益。就外交脈絡論，戰狼外交會否延續或常態化，主要取決

於美國態度。故評估其發展趨勢，須將焦點從習近平領導風格轉向美國因素。本研究

亦在方法上，驗證了 BERT 做為文本探勘工具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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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a new normal in diplomacy? Exploring the Wolf Warrio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CP’s Twitter Diplomacy Using 
Topic and Network Modeling Technology

Jui-Hung Yen, Wen-Chen Fu

Abstract 

This program used BERT deep-learning, LDA, and SNA analysis to explore Twitte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 diplomats for classified topics mode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olf warrior” diplomacy does not support the primary content strategy. The 

China government used wolf warrior diplomacy within some specific entit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uman rights issues, sovereignty, Cov-

19 virus control, and Xinjiang-related affairs. Regarding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two primary findings. First,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social media such as Twitter were attributed to the main themes of the central 

China government. Further,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attitudes were a critical factor 

in influencing the use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This program also demonstrated the 

availability of using the BERT deep learning approach to address text min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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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自 2009 年投入 450 億人民幣於全世界推動「大外宣計畫」，企圖透過各類

媒體平臺掌握國際話語權以來，有關中共大外宣的討論層出不窮（何清漣，2019）。

在中共外宣「攻勢」下，國際社會逐漸感受到中共來勢洶洶的戰略布局。2020年，全

球籠罩在新冠疫情（COVID-19）影響之中，牽動各國政治、經濟及國際局勢發展，

法新社在此背景下提出「戰狼外交」一詞來指稱中共外交模式，其後媒體陸續跟進使

用（AFP, 2020）。學者也將中共外宣目標歸類為「對外宣傳中共的主張」、「建立良

好的國家形象」、「反駁海外對中共的歪曲報導」、「改善中共周邊的國際環境」及

「對外國政治決策施加影響」等五項（Dale, 2010）。

中共外交官利用 Twitter 平臺發布「戰狼」推文已成為鞏固政治權力的重要工

具。如同臉書、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平臺，Twitter 在中共境內同樣遭到封鎖管制，

一般中共民眾都需要靠「翻牆」才能看到「牆外」的資訊內容，而身處大陸境內的中

共外交官，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趙立堅等人，卻能屢屢透過 Twitter 平臺發布爭議

性、攻擊性的推文，顯見中共外交部門已將 Twitter 視為重要的發聲窗口。故當戰狼策

略被引入 Twitter 外交時，勢必對大國間的互動與關係發展產生影響，牽涉的是國際秩

序的維持或變動，故就國際宣傳或政治傳播研究而論，探討中共在 Twitter 上的戰狼外

交現象，實屬至要。

當前相關於 Twitter 的傳播研究，大多採用意見極化、涵化、媒介化等理論（曹

琬凌，2020；Burgess & Bruns, 2012；Glassman, Straus & Shogan, 2010；Karlsen & 

Enjolras, 2016）。而討論強勢外交策略則較常運用議程設定、框架等傳統理論和架構

（陶聖屏、林宜瑾，2007）。然而，Twitter 的社群傳播模式屬於訊息、行動者、傳

播平臺相互影響且緊密連結的網絡化媒體關係，故 Fu（2016）、Wehmeier & Winkler

（2013）主張，Twitter 傳播研究須從整體社群網絡的概念出發；O’Connor & Shumate

（2018）、van Osch & Coursaris（2014）進一步認為，社會網絡途徑能關照整體網絡

的關係發展與趨勢，與傳統方法相較，還可嘗試用於比較與個案研究以外的分析，亦

能針對網絡之間的結構進行測量。

因此，本研究將訊息、外交官、Twitter 平臺視為一個相互影響、緊密連結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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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關注重點置於中共外交官利用 Twitter 平臺發布戰狼推文的態樣。分析文本以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進行抓取，結合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透過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對 

Twitter 推文進行二元分類，以判別其戰狼及非戰狼傾向。接續以隱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就戰狼推文建立戰狼外交主題。

此外，本研究以 LDA 萃取出的特徵詞彙，編製各戰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網

絡；另運用庫博語料庫（CORPRO）資料處理工具，從各戰狼外交主題中，篩選出具

戰狼意涵的語彙，藉以編製戰狼議程網絡。接著透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探討各戰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內容，及其與戰狼議程的關聯。在

外交理論意涵上，本研究藉以探看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平臺上的戰狼外交主題偏向與

細節，形成窺探中共外交政策的邏輯與文化窗口。

貳、文獻探討

一、中共語境下的戰狼外交

「戰狼」一詞出自於 2015 年中共演員吳京自導自演的軍事動作片，劇中所呈現

的濃厚民族情懷不僅呼應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所描繪的中國夢，也反映了當時中共人

民不斷上升的民族狂熱（Huang, 2021）。法新社於 2020 年率先提出「戰狼外交」一

詞，用以指稱中共政府官員於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激進、挑釁且咄咄逼人的外交

發言（AFP, 2020）。根據 BBC 報導，中共戰狼外交的特徵包括：「對外界指責加以

直接的言語攻擊，而非用理據駁斥或解釋」1 、「以謗止謗，反擊未經證實的言論」2 

，例如批評西方國家處理疫情不利而將責任推卸給中共，或是揚言可能對特定國家實

1.   北京當局於 2020 年撤銷香港四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五眼聯盟外長發表聯合聲明，
要求中共撤消決定，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即於次日記者會上表示：「不管他們（五眼
聯盟）長五隻眼，還是十隻眼，只要膽敢損害中共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小心他們的眼
睛被戳瞎」（安德烈，2020）。

2.   2020 年 3 月，由於美國前總統川普將新冠肺炎稱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趙立
堅便在 Twitter 上回擊，反控新冠肺炎是美國乘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之機投放到武漢，
藉以表達對川普言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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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經濟報復（斯影，2020）。《紐約時報》批評戰狼外交充滿民族情緒，衍生其它國

家的反感，進而威脅到中共國際地位與信任（Myers, 2020, April 17）；亦有媒體將戰

狼外交譬喻為「重回毛澤東時期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文革式外交」（Cheng, 2020）。

習近平於 2019 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青年幹部培訓班致詞時提及：「領導幹部

要主動投身到各種鬥爭中去，……敢於亮劍、展現鬥爭精神」（饒愛民，2019）。

習近平一再強調「鬥爭精神」，而此即為戰狼外交的核心概念與意涵。戰狼外交也

藉由 Twitter 平臺向外發聲。由於 Twitter 能提供各國政治領袖一個公開且直接交流

的機會，同時也是國際媒體的重要資訊來源，最能有效塑造輿論及發揮影響力，故

中共外交官選擇 Twitter 做為重要的輿論鬥爭陣地（Brady, Wills, Burkart, Jost & Van 

Bavel, 2019）。包括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MFA_China）、發言人華春瑩

（@SpokespersonCHN）、前駐美大使崔天凱，以及前駐英大使劉曉明等重要外交官

員，均在 2019 年註冊 Twitter 帳號，該年度甚至被稱為中共外交官的「Twitter 元年」

（BBC, 2019）。可以說，中共外交官的 Twitter 推文，能夠折射出中共外交方針與政

策，適合做為考察戰狼外交的素材。

整體而言，現有文獻闡述了中共外交策略轉趨強勢的發展及印證，例如蔡明諺

（2017）聚焦中共在南海地區採取的強勢外交政策；Litvak & Pomozova（2021）分析

中共駐歐大使的官方聲明稿，描繪了中共外交官發言風格的轉變。2019 年後，中共外

交官將輿論戰場轉向 Twitter，吸引學者開始探討中共外交官 Twitter 貼文的訊息論述

策略（Litvak & Pomozova, 2021）。也有學者觀察到，中共外交官採取 Twitter 轉發模

式，將外國利益相關者共同納進一個複雜的社群網絡中，讓北京利益通過網絡獲得延

伸，而這種網絡協同的傳播策略亦是戰狼實踐的要素之一（Huang & Wang, 2019）。

揆諸前述，本研究定義戰狼外交是中共當局因應國際情勢轉變的策略應用，其核

心思想就是習近平一再強調的「鬥爭精神」，旨在打破既有西強中弱的話語平衡，試

圖重構國際話語秩序；具體表現是以指責、挑釁、誹謗等非理性的攻擊言論來操作民

族主義情緒，進而鞏固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威與政權合法性。本研究即在此基礎上，

嘗試探看中共 Twitter 外交的戰狼傾向、主題態樣，以及何種主題會讓中共外交官傾向

採取戰狼式的強硬溝通策略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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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國體制下的宣傳理論

本研究以中共政府傳播為旨趣，涉及社群媒體外交的策略部分，故依託中國宣

傳理論的架構來處理研究議題，以免引喻失義。整體來說，宣傳研究始於西方，主要

受到行為主義、佛洛伊德主義及魔彈論的影響，各自從刺激——反應、訴諸本我或

傳播力量萬能的概念，探討媒介訊息對受眾的影響（方鵬程，2011；Baran & Davis, 

2003）。宣傳研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活動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於態度研

究，之後則從態度組成、態度影響延伸至行為分析；宣傳研究藉由說服傳播的途徑拓

增其邊界，理論範疇也廣納了 Lasswell 的線性傳播模式、兩級傳播、多級傳播、議程

設定、語藝、一致性、暴露學習、社會判斷、抵抗勸服、創新傳布、集體記憶等理論

（Jowett & O’Donnell, 1992）。

然而，中國宣傳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活動，具有強烈的階級與政治傾向，與

西方定義有所不同。由於中共政治制度具有鮮明的黨國體制特徵（Backer, 2018），且

正因為是「以黨領政」的國家，故他們從上到下全權掌握媒體，將媒體做為宣傳發聲

的工具。更因為長期沈浸於政治方面的宣傳，形塑出獨屬於中共體制的一套獨特話語

系統（杜聖聰，2006）。此系統在中共意識形態的潤飾下，形成新聞媒介傳遞訊息時

的「語言框架」，操控受眾對議題的思考方向，並同時要求媒體工作者該怎麼說及不

說什麼（何川，1994）。此外，李一鳴（1997）進一步說明宣傳為散布社會建構下一

定的意識形態，更是階級、政黨、經濟和其餘不同形式鬥爭過程的重要方式。由上述

可知，對中共而言，「宣傳」乃傳播者為遂行某種目的，不惜使用各種文化符號來建

構傳布手段，並以特定之概念影響目標受眾（張昆，2005）。

大外宣概念早在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時期，就曾提出「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

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等要求（新華社，1983）。基此，中共的外宣理念與西方講求的

多元性文化呈現反向聯繫，強調的是輿論統一概念，而非多元聲音的俱陳。所謂「大

外宣」，即是「中共對外宣傳大布局」的簡稱（程翔，2019）。習近平主政後更是如

此，當輿論宣傳的場域已從實境向虛擬世界延伸，網路空間就成為中共亟欲掌控的部

分，因為它是實現戰略嚇阻和遏制的新領域，更是中共開展意識形態角力的新陣地

（董慧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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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諧論

「和諧世界觀」是由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的外交理念。早在 2005 年 4

月，胡錦濤參加雅加達亞非峰會時就曾提及「和諧世界」，而後又於隔年召開的「上

海合作組織第六次峰會」上，倡議「和諧地區」、「和諧亞洲」等概念，和諧論即成

為指導中共外交工作的重要思想，亦是對外宣傳的重點任務。（林芷瑩，2008；國務

院辦公廳，2007）。

做為中共外交新主張、新發展的核心理念，和諧論是中共國際秩序觀及新世界

觀的高度概括。趙建民、許志嘉（2009）指出，受到建構主義的影響，和諧論的內涵

構建涵蓋了中共倡議的國際關係民主化及新安全觀，係藉由共同建構新秩序的願景，

來召喚國際社會成員的平等對待。事實上，和諧論兼具現實主義的本質。由於中共理

解到，中國崛起已招來西方國家的不安，並屢以「民主對抗專制」理由，對中共採取

不公平的對待方式。基於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考量，和諧論就成了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

進行睦鄰外交，同時要求西方國家尊重不同政治體制的外交宣傳操作（洪銘德、游智

偉，2009）。

可以說，和諧論是中共追求權力、確保國家安全利益的宣傳包裝，其目的在化

解與西方國家因政治體制差異而導致的長期磨擦和衝突（趙建民、許志嘉，2009）。

在和諧論的宣傳脈絡下，中共積極對國際社會傳遞愛好和平、不會挑戰既有秩序的訊

號，藉以拉攏第三世界及友好國家結伴合作，於國際間形塑尊重制度差異、和諧共存

的交往環境，使西方國家掣肘於國際共識的約束，難以通過外交及軍事合作，打壓或

遏制中共行動自由（Medeiros, 2009）。

（二）喉舌論

「喉舌」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中，意指古代帝王發布施令的傳聲筒（程俊

英，2007），而在新聞傳播中，夏鼎銘（1997）認為喉舌作用指的是報紙對於社會脈

絡下，直接或間接發表其態度與想法，以此建構主觀真實。田中陽、劉煥宇（2007）

的研究認為，喉舌論是報刊生存及發展之主要核心，更是中共新聞理論一直發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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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念。

張睿、祈曉娣（2010）則表示，在新聞理論中的喉舌論，主要是新聞媒介表現出

的立場、觀點和態度，而這個「喉舌」背後的聲音來源，即為宣揚其國家政治理念的

最高掌權者。1942 年「解放日報」的社論就指出，報紙是中共的喉舌，是一個巨大集

體的喉舌，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都應該是代表黨講話，必須能夠代表黨（中共社會

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

中共喉舌論承襲自蘇共的宣傳體制，從毛澤東迄今，始終貫穿於中共各代領導

人的宣傳理念中（杜聖聰，2006）。毛澤東對宣傳的核心概念為黨性原則，故所有

黨能控制的媒體與宣傳管道，均須充任黨的喉舌，維護黨的政策與利益（沙葉新，

2003）；鄧小平主張「實事求是」，要求媒體拿事實說話，但說話的目的必須是為黨

消除人們的疑慮（陳力丹，2003）；江澤民、胡錦濤也都是在喉舌論的基礎上，分別

提出輿論引導及和諧論，強調媒體須將輿論帶往有利於黨的方向，或是為黨塑造和諧

安全的環境（杜聖聰，2006）；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則進一步要求媒體姓黨，規範媒體

恪遵黨在新聞輿論工作上的政治方向，做到增信釋疑、凝心聚力、聯結中外、溝通世

界等任務（武志軍，2017）。

有趣的是，習近平既要對外宣傳部門做好增信釋疑，但卻又強調意識形態關乎旗

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飭勉各部門黨員丟掉幻想、勇於鬥爭，在原則問

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BBC，2021）。習近平的路線宣示有其矛盾，當外交及對

外宣傳機構跟進後，這種基於喉舌論而在實踐上衍生的扞格，恰好是中共戰狼外交方

興未艾，卻又要同時兼顧和諧方針的寫照。

三、社群環境下的媒體外交

媒體外交（media diplomacy）屬於公共外交之一環。中共公共外交實踐的演進區

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宣傳新中國；第二是深化改革開放進程；第三則是駁斥中國威

脅論，主張和平發展（Zhong & Wang, 2006）。Wang（2008）曾引述亨利•魯斯基金

會（Henry Luce Fundation）副總裁 Terrill E. Lautz 的評論：「當中國軟弱分裂時，美

國的中國印象通常相當正面；當中國變強且具有對外發展潛力時，美國的中國印象往

往呈現負面」，認為中共現階段應致力改變世界對強者必是威脅的邏輯認知，並以自

己的方式，同時也以世界能聽懂、喜歡聽的方式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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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戰狼外交的出現脈絡觀之，中共顯然有自己概念化公共外交的方式。

這與中共的政治制度，以及領導者對公共外交的理解與經驗存在諸多偏誤有關。在中

共語境下，公共外交混合了公共事務，是服務於國內政治的內部政策延伸，受到鞏固

統治權力及專政合法性等絕對優先的政治慾望所支配，有時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

遠比國際社會喜歡聽還要重要（Lemus-Delgado, 2021）；領導者的認知偏誤則包括

（Wang, 2008）：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及璀璨文明，應為此受到世界尊重；國力是衡量

國際形象的指標，國力強大，別人就會尊重；注重國際地位，忽視國際形象；關注對

外經濟發展，相對忽視文化，對文化的考量只強調擴張，而忽略交流。

媒體外交的基本定義是，決策者在特定情況下，通過媒體訊息的傳播，與國家政

府或非國家行為主體建立信任關係，並施予壓力，動員公眾支援談判，從而推動協議

簽訂（Gilboa, 1998）。隨著國際傳播媒介科技的進步，媒體外交當前已是一個國家布

局國際交往戰略甚至是戰爭行動的關鍵要素，在外交活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Cohen（1986）從媒體內容、管道，以及外交決策者、公眾等多個維度，將媒體

與外交間的關係區分為三類：其一，媒體做為外交決策者和公眾獲取資訊的來源；

其二，媒體做為兩國外交決策者推進溝通的平臺；其三，媒體做為外交決策者爭取

國內外公眾政策理解與支持的管道。由於社群媒體的環境賦使（affordances），中共

Twitter 外交中的媒體角色，能夠涵蓋上述三種類型，不僅資訊提供更及時、溝通管道

更直接，媒體機構的干預亦大幅減弱，組織的議程建構（agenda-building）幾可取代

媒體機構的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

當媒體不再以獨立的關係參與外交決策過程，而是做為外交機構的一部分，媒

體外交就從影響外交的活動變成了外交活動本身。例如，中共駐美媒體負責向美國社

會強力推銷黨的信念，其外宣行動包含中共價值的頌揚、是非對錯的辯解、政治主

張的呼籲等，能對美國政府機構、官員或境內公眾的活動產生影響，干預美國國內

或外交政策的制定、採行或改變，成為中共對美進行外交活動的機構及代理人（程

翔，2019；黃恩浩，2020）3。而中共的 Twitter 外交更是對此種媒體外交形式的高度

3.	 近年來，美國將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北美分台、新華社美國分部、《中國日報》
（China Daily），以及星島新聞集團旗下五家子公司列為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s），陸
續再將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環球時報》、中央電視臺（CCTV）、中
國國際廣播電臺（CRI）、CGTN 等中共媒體提升列管為外國使團（foreign missions）（朱
超，2020；蔡溶，2021）。證諸美國對中共媒體監管升級的舉措，即可推見中共大外宣從外
交代理人演化至外交機構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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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特別是 COVID-19 疫情爆發後，中共外交機構與駐外官員紛紛開通 Twitter 帳

號，繞過傳統媒體的中介，直接面向受眾，大量轉發中共官方訊息，或用英文散播北

京當局的觀點，以及指控外國政府處理疫情失當的評論等（李冠成，2020）。綜上，

Twitter 已成為中共遂行外交溝通的重要管道，有系統的理解整體外交發文，將可提供

洞察威權國家政策形成的另一途徑。

進言之，外交官以機構或個人 Twitter 帳號做為媒體外交的管道，在社群媒體

上直接與全球公眾即時互動，傳統的媒體外交概念就產生了變化。亦即外交組織開

始擁有並運用個人化、社會化的議程建構型態與能力，大眾媒體不再總是居於組織

與受眾之間，媒體機構的角色在溝通過程中褪去，導致了媒體外交實踐的改變（陸

佳怡，2018）。Macias, Hilyard & Freimuth（2009）對 Twitter 及 Facebook 在卡崔娜

（Katrina）風災時，如何被用於危機溝通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主導機關能免去傳

統媒體的守門干預，直接與民眾高效互動，並可即時獲得民眾回饋。

此類實踐是一種「越過記者與媒體」的模式，和方鵬程（2010）、Roshco

（1975）觀察到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法國總統戴高樂等人，繞過媒體

向民眾「直接說話」的宣傳方式極其相似，Twitter 外交則是把這種通過廣播形式進行

的溝通模式，應用到社群媒體場域。

媒體機構的中介角色受到限制，意味了傳統理論中的議程設定概念必須跟著調

整，改從議程建構的角度，探討在「越過記者與媒體」的傳播過程中，外交組織如何

跳脫傳統媒體的守門過程，直接通過社群平臺與公眾「談戀愛」。議程設定原是媒體

外交產生效果的前提，外交功能主要通過兩種形式獲得體現：第一種是將不被重視

的議題、國家或地區擺上議事日程；第二種是把已被列入議程的問題、國家或地區

提升至更重要位置（徐小紅，2003）。換言之，議程設定是媒體賦予議程不同顯著性

（salience）程度的能力與作用，能夠影響公眾腦中的現實圖像，從潛移默化中培養有

利的公眾輿論，進而推動外交關係的發展（陳健，2007）。然而，議程建構則是議程

設定的延伸，更強調組織將自身利益注入公共決策的過程，旨在回答媒體政治議程如

何產生的問題，也就是組織如何運用資源，將政策議程變成媒介議程，進而影響公眾

議程的命題（瞿文芳，2001；Cobb, Ross & Ross, 1976）。傳統的議程建構有四項步

驟：首先，通過媒體強調特定人物、事件、活動及政治議程，影響受眾思與言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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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people will think or talk about）；第二，將已引起注意的事件貼標籤，讓它與民

眾的關懷產生聯結；第三，炒作新聞，賦予議程爭議性；第四，各方利益代表競爭媒

體注意力，奪取議程主導權（Lang & Lang, 1981）。

如前所述，由於媒體中介的消失，加上社群媒體成為使用者管理、經營個人社會

網絡的平臺（Boyd & Ellison, 2007），議程建構在 Twitter 外交及傳統媒體外交的環境

下，其概念並不相同。如同傅文成、王隆綱（2016）所指出，社群媒體上的議程建構

效果依然存在，但其影響途徑卻與傳統媒體有所差異。傳統的議程建構概念，其本體

屬於外交組織與媒體機構相互建構的過程，係指組織在媒介邏輯的基礎上布局外交，

讓組織重視而媒體忽略，或媒體已關注但組織期望加強力度的議程，能夠獲得媒體青

睞而被提上議程，故組織直接的行動對象是媒體；中共外交官以推特帳號所進行的媒

體外交，其議程建構的行動對象則從媒體轉移到公眾，外交議程的布局考量，亦從媒

介邏輯向關係邏輯演化，對公眾議程的影響途徑，並不受到媒體的中介，而是出於外

交官及中共黨中央，對於外交議程的主張與安排（黃釗，2021；Cheng, 2020）。

陸佳怡、董穎慧、張子晗（2017）調查中共駐歐盟使團利用 Twitter、Facebook、

YouTube、Google+、Flickr 進行媒體外交的狀況，發現使團的 Twitter 主頁較其他社群

媒體更為偏重政治主題，且會持續跟進及發布中共重要會議的議程，包括中共領導人

講話、中共頒發的文件與提案等，而黨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時任使團團

長楊燕怡則是推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要角。

Litvak & Pomozova（2021）探討中共 Twitter 外交的論述策略，認為戰狼的意識

形態雖不能用來指稱多數外交官，但確實有更多的隱晦短語，以及更為嚴厲、近乎非

外交的負面措辭開始被使用。Jiang（2021）、Min（2020）、Nagy & Nguyen（2020）

等研究亦發現，隨著習近平強調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外交思想，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的媒體外交已經出現戰狼現象，民族情懷則是中共強勢外交的動力來源；尤

在 COVID-19 蔓延全球之際，中國大陸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為須對病毒起源及疫病擴

散負責的國家，導致中國境內對外交議程中的戰狼表現變得更加歡迎，即便戰狼風格

迎來國際社會的不滿和質疑，卻未遭到黨政高層的懲戒，所以也就沒從 Twitter 外交

中消失。顯見在 Twitter 外交過程中，戰狼議程的建構受到中共黨中央的指導或默許，

而其戰略制定則出現關係轉向，對公眾關係的考量已超越媒介化思維（Che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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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patrick, 2007）。

面對國際社會與日俱增的批評及反彈聲浪，中共依舊採取強硬的外交策略做為

回應。以 2020 年澳洲精銳部隊殺害阿富汗平民事件來說，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即在 Twitter 上發布針對性的譴責推文，並附上具攻擊性、脅迫性的插圖（Palmer, 

2021）。然而，在習近平不斷提倡「合作共贏」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戰狼外

交確曾於 2020 年下半年，很大程度地退出了外交領域，Jiang（2021）認為這也與資

深外交官對戰狼外交尖銳但間接的批評有關，他們認為戰狼過於好鬥，而外交官應堅

持謙遜、包容、向他人學習的精神。但 Jiang 還觀察到，臨近 2020 年底時，戰狼外交

又在極端民族主義的聲浪中重新抬頭，似乎凸顯出習近平在外交路線上日益增長的矛

盾。

Min（2020）的研究即歸結指出，戰狼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外交的一部分，

但並不全然代表中共外交的「新方向」。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外交官是否傾向在

Twitter 上排布戰狼議程，目前顯然沒有絕對的答案。Huang & Wang（2019）考察中

共外交體系的 Twitter 帳戶，提出複調（polyphony）概念來解釋這種路線上的落差現

象，研究發現，中共的領導作用反映在 Twitter 外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方向上，外交官

的 Twitter 帳戶最常轉推《新華社》等官媒文章，用來奠定「主旋律」，但外交官對日

常溝通策略及內容方面的選擇，具有相對自由，被允許廣泛使用複調，轉推一些看似

與主旋律不同，但不會實質損害主旋律的內容。而戰狼推文即是屬於次旋律組成的複

調。周穎（2021）則認為，採行戰狼與否，概因「議題」而異。他分析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對 COVID-19 疫情的發言，發現真正會影響發言人態度的因素是「議題」，而非

事件的發展態勢，特別是能調動國內輿論的敏感性議題，發言人傾向採取強硬態度與

措辭，藉以激發民眾共鳴，並對國際輿論疏導起到支持作用，達到「內外兼顧」的外

交目標。

總結來說，媒體外交是當前外交活動及外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早期研究多

聚焦在媒體對公共輿論的影響，以及媒體對外交決策的作用（徐小紅，2003）。隨著

全球化及外交活動發達，媒體外交研究益趨複雜，對媒體與外交關係的看法，主要區

分為三種：其一是媒體有能力積極影響外交決策；其二是媒體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微不

足道；第三種認為媒體與外交機構相互依存、相互利用（Malek & Wiegan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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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2017）指出，關於媒體與外交關係的研究方向有二：第一個方向涉及自由

多元主義取徑（liberal-pluralist approach），將媒體、公共輿論視為外交政策的約束者

及煽動者；第二個方向從精英驅動模式出發，將媒體理解為屈從外交政策精英，經常

做為政府操縱及影響公共輿論的代理人。

然而，媒體外交的發展，係以媒介演化為物質基礎，當社群科技邁入 Web2.0 

後，傳播文化及其生活實踐發生了開放參與、新舊媒體互動、跨（串）媒體移動、

公私領域融合、娛樂與訊息結合等變革（Jenkins, 2008）。社群媒體不僅不再獨立於

外交機構，同時也與受眾失去分界，成為外交組織與目標受眾共同建創意義的溝通平

臺。因此，在迥異於傳統的傳播環境下考察媒體外交，就須更加關注宣傳活動，藉以

釐清社群科技的應用，究竟是減損抑或增加了國家政府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值

此美中關係高度緊張之際，此問題有其急迫性，但目前尚未得到解答。而此即為本研

究關注中共 Twitter 外交之理由。

Twitter 媒體外交即是中共外交官繞過傳統媒體，與國內民眾及外國公眾或政府直

接進行溝通的外交實踐。研究焦點須從組織如何在議程建構過程中，通過媒體議程設

定實現溝通目標的問題，轉移到組織如何通過議程建構，直接與國、內外公眾對話，

進而達成溝通目的。進言之，中共外交官的 Twitter 議程，並非媒體被影響後所設定的

議程，而是直接反映外交官，甚至是外交機構或國家階層的言論與立場。而如同上揭

對中共宣傳理論及其戰狼外交現象的梳理，本研究推論，在習近平既鼓吹鬥爭精神又

倡議合作共贏的外交背景中，以及和諧論與喉舌論的雙重影響下，中共外交官的態度

會受到特定議題所影響，Twitter 推文呈現複調現象，某些推文有可能變成強硬外交的

鏡像，做為習近平外交政策的喉舌，呼應其反覆要求敢於鬥爭的指導；某些議題的推

文則相反，遵循既定的和諧原則，以和諧交往的包裝進行宣傳操作。即便在相同的外

交主題上，對主題內的諸多議題仍會有不同路線的安排，這種刻意允許主、次旋律多

音俱陳的溝通策略，同樣存在。

綜上所述，社群媒體在外交工作的作用已經逐漸轉變成為公共溝通的重要管道，

然威權國家運用於外交政策的研究亦是亟需關注的要點，包括對其主題建構、論述內

涵的瞭解，以及對外交主題溝通策略選擇特徵的掌握，除能精緻化整體外交與媒體相

關的理論基礎外，在實務上亦可提供民主國家探看威權國家政策形成論述的窗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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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針對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的推文狀態提出以下問題，嘗試釐清中共當

前的社群媒體外交有否向戰狼外交傾斜，而在戰狼外交中，有哪些主題為中共外交官

所建構，以及在同一主題內，戰狼議程被凸顯的程度為何，藉以瞭解中共戰狼外交在

Twitter 議程建構方面的現況，做為未來研究威權國家如何透過新媒體論述外交策略的

基礎：

RQ1：中共外交官 Twitter 推文的戰狼、非戰狼傾向及戰狼外交主題為何？

RQ2：戰狼外交主題的語意內涵為何？ 

RQ3：中共外交官的外交議程溝通策略對戰狼議程溝通策略的預測能力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以資料科學與社會網絡分析途徑探討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平臺中形塑之

戰狼溝通策略，以 Twitter 文本為分析標的，分別運用 BERT 模型、LDA 主題模型及

社會網絡分析，探索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的戰狼傾向及其推文主題，並編製各戰狼

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網絡與戰狼議程網絡，進而驗證兩個網絡之間的相關性。外交議

程網絡係指中共外交官對各個外交主題的整體建構議程；戰狼議程網絡則指外交官對

各個外交主題所建構的戰狼議程。

本研究的樣本選取架構是中共外交部所屬人員的 Twitter 帳號，並從推文數量、

粉絲數量等因素，考量帳號影響力，做為取樣之標準。根據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

會的分析，在針對中共外交系統使用的官方 Twitter 帳號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室的相

關帳號最具影響力，其中又以該機構官方帳號，以及發言人華春瑩、趙立堅等人的帳

號為最（廖助程，2021）。Astuti, Yudono & Nathanael（2021）研究 COVID-19 疫情下

的中共戰狼外交，亦指出華春瑩、趙立堅是強硬回應外界批評最為積極的兩個帳號。

故本研究鎖定三位發言人中，先後開通 Twitter 帳號的趙立堅與華春瑩，兩者帳號已獲

得 Twitter 認證，同時粉絲數量皆已超過百萬，其所釋出的推文在 Twitter 平臺上均有

一定影響力（Brandt & Schaf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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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被稱為中共外交官的「Twitter 元年」（BBC, 2019），華春瑩 Twitter 帳

號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開通，於此前後，包含 2010 年創號的趙立堅在內，有將近 32

個中共外交官及外交相關部門註冊 Twitter 帳號，但都是在 2019 年時，開始頻繁用於

外交活動。故本研究將資料蒐整時間界定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

止。

Twitter 文本採資料探勘方式蒐集，本研究最終蒐獲華春瑩、趙立堅推文合計

7,987 則。完成資料擷取後，調用 Python 的 re 及 nltk 模組，分別載入非文本代碼與停

用詞，將 amp、tco、html 等標籤，以及無意義的冠詞、介係詞、語助詞去除，例如

a、the、for、to、of、yah、ya 等字詞，並對單詞進行詞型還原。資料完成清洗後，再

循序進行文本分類、主題建模、網絡分析等任務。

首先，由於先前研究並未針對「戰狼」外交所使用的關鍵字詞做出探討，故本研

究先於文獻梳理時，參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2019 年中央黨校青年幹部培訓班致詞、

斯影（2020）、AFP（2020）、Cheng（2020）等文獻，對「戰狼外交」做出定義，

後續再依該定義，檢核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以外的 1,000 則外交官 Twitter 推文，從中找

出所有出現的預定義詞彙，編纂「戰狼關鍵詞辭典」，而這 1,000 則推文同樣來自資

料探勘；另考量接續的推文分類任務係基於詞意，故根據 Merriam-Webster 英語辭典

擴充同義詞，避免因詞彙捕捉的疏漏，減損深度學習效果。

辭典建立後，以其做為特徵標註之指標，藉之調整 BERT 模型，進而通過模型從 

Twitter 文本中辨識「戰狼」及「非戰狼」推文，瞭解中共 Twitter 外交的戰狼、非戰

狼傾向；再通過主題模型分析（topic modeling analysis），探討戰狼推文所呈現的主

題分布，探看中共外交官採取戰狼溝通策略的主題偏向，並藉特徵詞彙萃取，建立戰

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網絡。此外，為釐清戰狼策略在中共 Twitter 外交中的角色，本

研究利用庫博語料庫工具，針對各主題的戰狼推文語料庫及「戰狼關鍵詞辭典」進行

共現詞分析，從而建立各主題的戰狼議程網絡，據以瞭解中共 Twitter 外交的戰狼語意

脈絡，並採多元迴歸二次分配程序（multiple regression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MRQAP），對整體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網絡進行同質性分析，以檢驗外交議程對戰

狼議程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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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方法與策略

（一）BERT 模型分析

BERT 模型由 Devlin, Chang, Lee & Toutanova（2018）在 2018 年發布，結合

ELMo 及 OpenAI GPT 模型優點，是一個深層雙向，且以文字為主要訓練對象的模型

（Moradshahi, Palangi, Lam, Smolensky & Gao, 2019）。有別於過往文字分析模型，容

易因單詞向量問題出現歧異，BERT 模型考慮詞語上下對照關係定義單詞向量，能更

精準的分類與辨識詞句（Tenney, Das & Pavlick, 2019）。Sun, Gan, Cheng, Fang, Wang 

& Liu（2020）研究亦發現，相較於傳統分析模型，BERT 在文本分析上有較高的準確

率。

本研究採用的 BERT，是一個完成 Masked LM（MLM）與 Next Sentence 

Prediction（NSP）等無監督任務，以及透過 Transformer 進行特徵萃取的預訓練（pre-

training）模型，可依多樣化情境進行微調（fine-tuning）後，直接應用於文本分類、

文本蘊含、內容生成、序列標註，以及對話機器人等下游任務（Adhikari, Ram, Tang 

& Lin, 2019；Devlin, Chang, Lee & Toutanova, 2018；Huang, Cheng, Chen, Wang & Chu, 

2019；Vig & Ramea, 2019）。進言之，研究者可調用完成預訓練的 BERT 模型，加入

分類訓練樣本微調模型後，直接依任務目標置換輸出層，在匯入未知文本後，即可透

過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完成下游任務。

研究設計上，預訓練及微調過程均可用來實現 BERT 的自然語言處理任務。預訓

練過程係利用無監督訓練，建立目標文本的預訓練模型；微調過程則以標註語料為訓

練輸入，並通過添加的輸出層，創建出可用於遷移學習的模型，進而實現特定任務。

本研究之設計屬於後者。Yao, Jin, Mao, Zhang & Luo（2019）以 BERT 分類中醫臨床

紀錄、Jwa, Oh, Park, Kang & Lim（2019）對新聞報導區辨真假等，均是基於微調過程

進行分類應用的研究。文本分類任務可針對主題內容，亦可用於對錯、真偽、是非等

二元分類應用，前者如 Tseng（2020）、鍾士慕（2019）、吳晨皓（2020）等研究；

後者則有吳進益（2020）、呂明聲（2020）、徐祥哲（2020）、翁嘉嫻（2020）、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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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群（2021）等。

本研究完成資料前處理後，參考 Miftahutdinov, Alimova & Tutubalina（2019）分

析推文討論有否提及藥物不良反應時，將深度學習與字典特徵相結合的作法，以「戰

狼關鍵詞辭典」為指標，針對隨機抽取的 960 則推文，透過人工標註方式，區分為

「戰狼」及「非戰狼」特徵，並以其做為訓練集，對 BERT 進行微調的細部訓練，讓

模型從中學習文本的特徵及標記。之後匯入 7,027 則推文，並以該模型進行「戰狼」

及「非戰狼」二元分類任務，獲得戰狼、非戰狼兩類語料庫。模型準確度部分，戰狼

為 91.82％，非戰狼則為 90.38％。

（二）主題模型分析

以 BERT 模型完成文本分類後，運用 Gensim 套件中的 Mallet LDA 工具，通過

LDA 機器學習，針對戰狼語料庫進行主題模型辨認分類。LDA 主題建模係基於詞袋

模型（bag of words model）概念，分析大量文本中的詞彙組合，統計字詞在文章內的

分布，並與鄰近字詞相比較，進而計算貝氏機率組合（Bayesian probability），最終輸

出詞彙主題分類，以及文章偏重（Blei & Lafferty, 2007）。在主題數選取時，本研究

計算一致性分數（coherence value），獲得不斷增加之得分在展平（flattenting out）之

前的主題數便是最佳結果。

Doumit & Minai（2011）使用 LDA 對政治新聞文本進行主題提取，用以識別不同

新聞媒體在不同主題或概念方面的偏向。Wu, Ding, Wang & Xu（2010）針對 LDA、

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PLSA（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等三

種主題模型，對 5,033 則網路新聞的主題聚類效果進行比較，發現 LDA 可獲得比簡單

模型更多的主題分類。Abd-Alrazaq, Alhuwail, Househ, Hamdi & Shah（2020）亦通過 

LDA，從 167,073 條關於 COVID-19 的 Twitter 發文中，辨識出 Twitter 用戶最為關切

的 12 項話題，並確立出這些話題的四個核心主題：病毒的起源（origin）、病毒的出

處（sources）、降低感染風險的方法，以及對人民、國家和經濟的影響。本研究即以

LDA 主題建模技術為基礎，辨認戰狼外交推文的主題面向，並藉此探看中共戰狼外交

的溝通策略與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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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料庫進行資料處理

庫博語料庫分析工具是以「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為基礎的電腦

輔助文本分析軟體，藉由電腦運算對大量文本資料進行分析，其可使用之技術範疇

包含：（1）詞彙編輯（自建詞頻、同類詞編輯）（2）詞頻分析（詞彙頻次、文件詞

頻）（3）關鍵詞脈絡索引（4）詞彙搭配關係（闕河嘉，2018）。本研究通過 LDA 

對戰狼語料庫進行主題建模後，由於接續欲探討戰狼外交主題的語意內涵，以及戰狼

議程與該主題整體外交議程的關係，故須建立各主題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的語意網絡 
4。前者的網絡節點係通過 LDA 的特徵詞彙萃取而來；後者則是運用庫博語料庫工具

的詞頻統計功能，搭配「戰狼關鍵詞辭典」，計算推文與辭典的詞彙共現性，從各個

戰狼外交主題中，汲取出與辭典共現的「戰狼」詞彙，再以戰狼詞彙為節點，編製戰

狼議程網絡。

（四）社會網絡分析

有別於近年的中共 Twitter 外交相關研究，多著重在字詞分析、主題分析、內容

分析等方法，本研究運用 SNA 技術，分別探討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的戰狼溝通策

略，以及外交官採取戰狼外交的主題偏向，並以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布局

演算法，將網絡關係資料視覺化。SNA 的優勢在於能為當前傳播研究帶來不同以往的

理論視野與分析方式。

社群媒體因用戶間轉發、提及、回覆所形成的鏈接與互動而成為一個緊密的網絡

（Cha, Haddadi, Benevenuto & Gummadi, 2010）。網絡中流通的語意則是詞彙及其意

義在用戶認知中的相互聯繫方式；對語意網絡進行分析，能夠探知傳訊用戶間的集體

認知，及其對不同主題關切程度的距離（Hansen, Shneiderman & Smith, 2010; Smith, 

4.	 必須說明的是，「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使用之矩陣為單模矩陣，會由詞彙×
推文的雙模矩陣轉換而來（矩陣編製的細節會在下個節次敘明），故詞彙間的關聯係分別基
於推文共現（關鍵詞×關鍵詞）或詞彙共現（貼文×貼文）而產生，這裡的詞彙共現性未考
慮字距，與一般語意網絡在同個文本中，基於對特定詞彙距離去計算詞彙共現次數的操作不
同。也就是說，本研究論及「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之語意，所指稱的是兩個
網絡能被探究的語意內涵，而非依據一般操作方式所編網絡的語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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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ie, Shneiderman & Himelboim, 2014）。因此，研究社群平臺在中共外交宣傳策略

中的應用，必須關注語意網絡關係。

若特定詞彙在指定字距間共同出現的頻率愈高，則可推測詞彙間的關連性就愈高

（Church & Hanks, 1990）。本研究欲探討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的戰狼外交主題態

樣與意涵，使用語意網絡分析來檢視推文文本。由於文本中的意涵通常隱含在文字之

間，故透過詞頻分析，計算出詞彙的權重，找出具代表性的關鍵字詞，並將其視為網

絡中的「節點」，連接兩節點之「線」則代表兩者間的共現關係。兩個節點共同出現

稱為「詞語共現」（word co-occurrence），共現詞語相互連結的網絡，即詞語共現網

絡（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語意網絡分析藉由解讀文本中不同關鍵字詞間的

關聯性，發掘隱含的共同意義及相對脈絡關係，並分解關鍵詞群所蘊含的抽象概念，

進而探討戰狼外交網絡中的主題態樣、語意內涵，以及各主題內不同語意網絡的相互

關聯性。

基此，本研究先以 LDA 萃取各個戰狼外交主題的特徵詞彙，取各主題權重前 100

的關鍵詞做為該主題外交議程的特徵詞彙，並結合所屬推文，建立關鍵詞×推文的外

交議程雙模矩陣；另以庫博語料庫工具搭配「戰狼關鍵詞辭典」，從各主題中篩選

出戰狼詞彙，將權重排序前 10 的詞彙，視為外交官於該主題所採取的戰狼議程之特

徵，並結合所屬推文，建立戰狼詞×推文的戰狼議程雙模矩陣。

從定義上來說，本研究分別以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雙模矩陣建立外交議程網絡、

戰狼議程網絡，前者係指中共外交官處理各個外交主題的議程，網絡中推文與詞彙建

立的關係，代表了主題內不同議題的屬性，從推文對詞彙的提及率，或詞彙在推文中

的共現率，可以呈現出不同議題的重要性差異與任務優序；後者代表中共外交官在各

個外交主題中具有戰狼屬性的議程，推文與詞彙間關係，說明了主題內戰狼議題的屬

性，而推文及詞彙對彼此的提及率、共現率，則能表現出戰狼議程的偏向與內涵。

為從單一維度檢視網絡關係，Everett & Borgatti（2013）提出雙投射取徑（dual-

projection approach），主張雙模網絡研究可併同考察降維後的兩個單模網絡（one-

mode network）。Shin, Jian, Driscoll & Bar（2017）探討 2012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

推特上流傳的政治謠言時，就將使用者×謠言的雙模矩陣轉化為謠言×謠言的單模矩

陣進行分析。本研究將各主題的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雙模矩陣均降維成詞彙×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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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推文的單模網絡5。

參考 Liu（2016）、Rachman, Maharani & Adiwijay（2013）及Yan & Ding（2009）

等研究，以 SNA 的中心性分析，針對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的詞彙×詞彙網絡，分別

以詞彙節點與其他節點直接連接的總數來計算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度中心

性是找出哪些詞彙共現頻率最高的有效指標，連結數量愈高，代表該詞彙與其他詞彙

有共同推文的總數愈高，該辭彙在網絡中的地位愈顯著，其所代表的議程在主題中具

有較高重要性。由於兩種網絡分別代表各主題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中的語意內涵，故

找出哪些詞彙占據了兩類網絡的核心，即可掌握各主題的整體議程建構及個別的戰狼

語彙操作。

此外，MRQAP 是一種非參數檢驗法，運用置換法（Permutation approach）將依

變項矩陣回歸到一個或多個自變項矩陣上，並以標準誤差檢驗矩陣間呈現自動相關的

情況，以確定自變項是否為依變項的顯著預測因子，可用來檢定兩個矩陣間是否顯著

相關（Burris, 2005; Fu, 2016; Krackhardt, 1987）。MRQAP 亦會計算自變項對依變項的

決定係數，檢定自變項矩陣對依變項矩陣的變異解釋力（Hinds, Carley, Krackhardt & 

Wholey, 2000；Krackhardt, 1993）。例如，Saffer（2019）從公共關係視角，探討國際

聯盟成員如何運用溝通管道時，曾以 MRQAP 檢驗溝通管道網絡對社會資本水準的預

測能力；Chen, Su & Chen（2019）亦採取 MRQAP，分析了中共在 2011 年利比亞撤僑

背景下，組織民族主義議題網絡對個人議題網絡的影響。

基此，本研究針對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等兩個基於詞彙共現關係的推文×推文網

絡，通過 Ucinet，運用 MRQAP 計算矩陣間的回歸關係，對兩種網絡進行統計考驗。

由於兩種網絡分別代表中共外交官建構各主題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的偏向，也就是通

過特定詞彙的選用，各自在兩個議程上所呈現的策略溝通趨勢，故從決定係數觀察各

主題兩種網絡在宏觀層次上的擬合度，藉以釐清中共外交官在每個主題下，建構戰狼

議程的溝通策略是否與構建外交議程的溝通策略有關。

5.	 本研究對雙模轉單模網路的操作，係參考 Borgatti, Everett & Johnson（2018）的作法，運
用最小方法 min 函數將雙模矩陣轉置成多值單模矩陣，其值的計算是對兩個格值的最小值求
和，而不是對乘積求和。舉例來說，若 i 行是（5，6，0，1），j 行是（4，2，4，0），則 
AAT（i，j）對於正態矩陣積將是 5×4 + 6×2 + 0×4 + 1×0 = 32，然而，最小方法則是 min
（5，4）+ min（6，2）+ min（0，4）+ min（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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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一、BERT 文本分類及主題模型分析

經 BERT 模型對 7,027 則推文進行二元分類結果，被歸類為「戰狼」的推文為

1,877 則（27％），屬於「非戰狼」的推文為 5,150 則（73％）。「非戰狼」推文占

整體推文數的 73％，表示華春瑩、趙立堅在 Twitter 上的外交推文以「非戰狼」占多

數，戰狼策略並非適用於整體外交議題，而是出現在特定主題中。

本研究接續運用 LDA 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方式，分別針對「戰狼」及「非戰狼」

語料庫進行主題模型計算，以獲得最佳主題模型分布。首先，本研究參照「戰狼」語

料庫的主題一致性計算結果，將主題數設定為 5 個，一致性分數為 .34（如圖一）；

再將各主題分類關鍵字依照所占權重列出前 10 個詞彙（如表一），從主題關鍵詞

之分布狀況，探索各主題意義，進而為主題命名。林頌堅（2014）、Janssens, Leta, 

Glänzel & De Moor（2006）及 Mutanga & Abayomi（2022）等研究，也都採取了相同

的命名策略。

圖一：戰狼外交主題一致性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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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研究問題 1，辨識戰狼外交推文的主題態樣，針對戰狼語料庫，運用主題模

型分析，根據占比前 10 之關鍵詞檢視推文內容。研究發現，議題區分為「主題一：

捍衛人權治理成效」，論述主體聚焦於 “world”、 “country”、“international”，以及

“rights”、“human”、“democracy” 等字詞，推文背景為中共外交官針對民主國家對中共

人權問題的指控進行強勢回應，同時揭露包含美國等民主國家自身對於人權及法律的

侵害行為，如美國對於非裔族群的不平等對待、英國社會對於穆斯林族群的歧視風氣

等。

「主題二：宣揚結伴共贏外交」，關鍵詞涉及 “china”、“political”、“interests”、 

表一：戰狼外交主題關鍵詞

主題分群 關鍵詞

主題一
（捍衛人權治理成效）

’0.026*“world” + 0.026*“rights” + 0.024*“human” 
+ 0.018*“country” + 0.016*“internat ional” 
+ 0.012*“democracy” + 0.011*“genocide” + 
0.010*“humanrights” + 0.009*“law” + 0.009*“uk”

主題二
（宣揚結伴共贏外交）

0 . 1 0 0 * “ c h i n a ”  +  0 . 0 3 3 * “ c o u n t r i e s ”  + 
0.020*“political” + 0.012*“stop” + 0.012*“security” 
+ 0.011*“interests” + 0.011*“politicians” + 
0.010*“relat ions” + 0.008*“cooperat ion” + 
0.008*“firmly”

主題三
（拒認肇疫防疫疏責）

0.022*“covid” + 0.015*“facts” + 0.012*“virus” + 
0.010*“truth” + 0.010*“make” + 0.009*“global” 
+  0 .009 *“h i s to ry”  +  0 .009 *“ inc lud ing”  + 
0.008*“based”+ 0.008*“discrimination”

主題四
（譴責西方干涉內政）

’0.048*“people” + 0.013*“foreign” + 0.013*“called” 
+  0 .012 *“governmen t ”  +  0 .012 *“ l ives”  + 
0.010*“american” + 0.009*“war” + 0.009*“report” + 
0.009*“military” + 0.008*“australia”

主題五
（駁斥迫害新疆指控）

’ 0 . 0 6 5 * “ c h i n a ”  +  0 . 0 4 5 * “ c h i n e s e ”  + 
0.031*“xinjiang” + 0.020*“lies” + 0.016*“media” + 
0.012*“affairs” + 0.012*“pompeo” + 0.011*“forced” 
+ 0.010*“time” + 0.009*“western”

註：各主題權重占比前 10 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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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firmly”，推文內容體現中共強勢捍衛國家尊嚴及利益，宣傳「結伴同

行，合作共贏」的交往政策，並表達絕不容許其他國家威脅自身主權、安全的立場，

同時堅定與友好國家如：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的合作關係。

「主題三：拒認肇疫防疫疏責」，從 “covid”、“facts”、“virus”、“truth” 等關鍵

詞，可以清楚捕捉推文反駁「疫情源於中共」的輪廓。推文內容駁斥美國前總統川普

針對新冠疫情起源地所指稱的「中共病毒」（china virus），同時強勢回應疫情起源

地並非來自中共，而是源自美軍病毒實驗室。

「主題四：譴責西方干涉內政」，從推文中萃取出的關鍵詞包含 “people“、 

“foreign”、 “government”、“lives”、“american”、“war”、“australia”，敘述主題明顯與

譴責西方國家介入他國事務有關，推文強勢譴責包含美國、澳洲、加拿大在內的西方

國家介入阿富汗戰爭行為，對他國造成的破壞及傷害，同時呼籲西方各國停止介入中

共事務。

「主題五：駁斥迫害新疆指控」，關鍵詞涵蓋 “xinjiang”、“lies”、“media”、

“affairs”、“pompeo” 等，凸顯相關推文圍繞在駁斥各國及媒體對侵害新疆人權的不實

指控，試圖傳遞中共重視新疆人權保障的訊息。

接續檢視戰狼語料庫 1,877 則推文中，各主題分類之推文數量分布（圖二），最

多為「主題一：捍衛人權治理成效」（395 則，21％），其次為「主題五：駁斥迫害

新疆指控」（384 則，21％）、「主題三：拒認肇疫防疫疏責」（374 則，20％）、

「主題二：宣揚結伴共贏外交」（371 則，20％），最後則為「主題四：譴責西方干

涉內政」（353 則，18％）。

本研究透過主題模型分析的方式發現，戰狼外交的主要論調有 5 個主題，包含

「主題一：捍衛人權治理成效」、「主題三：拒認肇疫防疫疏責」、「主題四：譴責

西方干涉內政」、「主題五：駁斥迫害新疆指控」，均為針對他國指控與批評進行強

勢反擊，各主題論述都以捍衛中共立場與主權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各主題間的發

文比例差距不大，顯見在戰狼策略方面，並非隨意、隨機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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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網絡分析

（一）戰狼外交主題的語意網絡分析

    為探討研究問題 2，瞭解戰狼外交主題的語意內涵，本研究分別針對各個戰狼

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進行分析。外交議程網絡係五個主題各自的

100×100 多值單模詞彙矩陣；戰狼議程網絡則為各主題的 10×10 多值單模詞彙矩陣

（圖三），網絡中節點代表一個詞彙，連接節點的線段表示推文在詞彙間的關聯程

度，詞彙的連結線段愈多，表示與其他詞彙有愈多的共同推文。

圖二：戰狼外交各主題推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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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戰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與戰狼議程「詞彙×詞彙」網絡圖

主題分群 外交議程網絡圖 戰狼議程網絡圖

主題一
捍衛人權
治理成效

(矩陣大小：100×100) (矩陣大小：100×100)

主題二
宣揚結伴
共贏外交

(矩陣大小：100×100) (矩陣大小：100×100)

主題三
拒認肇疫
防疫疏責

(矩陣大小：100×100) (矩陣大小：100×100)

主題四
譴責西方
干涉內政

(矩陣大小：100×100) (矩陣大小：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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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群 外交議程網絡圖 戰狼議程網絡圖

主題五
駁斥迫害
新疆指控

(矩陣大小：100×100) (矩陣大小：100×100)

本研究依度中心性分析結果，探討各個戰狼外交主題之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

程網絡的內涵，據以暸解各戰狼外交主題分別建構了哪些議程，並操作了哪些戰狼

論述。首先，「主題一：捍衛人權治理成效」，外交議程詞彙包括 us（度中心度

1,039）、human（540）、rights（520）、people（280）、world（273），說明該主

題的外交議程為中共外交官就他國關於中共人權的指控進行強勢回應，同時指責其他

民主國家自身對於人權的侵害行為；戰狼議程以 china（44）、genocide（17）、lies

（17）、domestic（16）等用詞為主。

「主題二：宣揚結伴共贏外交」，外交議程詞彙包括  us（1,138）、china

（1108）、countries（301）、chinese（281）、security（273）、interests（187），議

程框架體現中共拉攏友好國家結伴合作，以及強勢捍衛國家尊嚴及利益的決心；戰狼

議程則使用了 china（144）、firmly（54）、opposes（41）、interests（35）等語彙來

表達堅定決心。

「主題三：拒認肇疫防疫疏責」，外交議程詞彙包括  us（1,096）、china

（612）、covid（406）、origin（247）、political（237）、virus（228）及 facts

（208），旨在駁斥新冠肺炎源於中共，並將疫病源頭指向美軍病毒實驗室；戰狼議

程以 china（55）、detrick（24）、lies（12）、manipulation（12）等語彙，將主張疫

情來自中共的國家，貼上說謊、詭詐的標籤。

「主題四：譴責西方干涉內政」，外交議程詞彙包括  us（814）、people

（488）、china（280）、lives（219）、killed（160）、million（159），主要在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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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介入他國事務，指摘澳洲、加拿大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介入阿富汗戰

爭，在他國製造戰亂與生命危害；戰狼議程以 china（23）、genocide（17）、lives

（12）、native（11）等詞彙，要求美國尊重本國主權，並停止種族滅絕的反人類行

為。

「主題五：駁斥迫害新疆指控」，外交議程詞彙包括 china（1,268）、us

（1,072）、chinese（685）、xinjiang（430）、media（327）、lies（266），強調國際

社會對中共侵害新疆人權的指控與事實不符，並刻意凸顯中共在新疆的人權治理作為

與成效。戰狼議程以 china（125）、lies（53）、disinformation （45）、smear（23）

等詞彙，抨擊美國為謊言和假訊息的製造者。

（二）語意網絡的 MRQAP 回歸分析

進一步探討研究問題 3，本研究針對各主題兩類網絡的推文×推文多值單模矩陣

進行 MRQAP 同質性分析（圖四），考驗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的決定係數有

否達到顯著水準，以確認中共外交官構建戰狼議程的溝通策略是否與構建外交議程的

溝通策略有關；結果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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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戰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程與戰狼議程「推文×推文」網絡圖

外交議程網絡圖 戰狼議程網絡圖

主題一
捍衛人權
治理成效

(矩陣大小：395×395)

主題二
宣揚結伴
共贏外交

(矩陣大小：371×371)

主題三
拒認肇疫
防疫疏責

(矩陣大小：37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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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主題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的 MRQAP 分析

外交議程網絡圖 戰狼議程網絡圖

主題四
譴責西方
干涉內政

(矩陣大小：353×353)

主題五
駁斥迫害
新疆指控

(矩陣大小：384×384)

戰狼外交主題 Stdized P-value adj R-sqr
主題一

捍衛人權治理成效 0.24*** 0.00 0.06

主題二
宣揚結伴共贏外交 0.52*** 0.00 0.27

主題三
拒認肇疫防疫疏責 0.35*** 0.00 0.12

主題四
譴責西方干涉內政 0.67*** 0.00 0.45

主題五
駁斥迫害新疆指控 0.49*** 0.00 0.24

N = 1,877  * 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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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MRQAP 分析結果顯示，主題一至主題五的外交議程網絡及戰狼議程網絡迴歸

模型，其適配性最高者為主題四：譴責西方干涉內政（R2 = .45），解釋能力最高；最

低為主題一：捍衛人權治理成效（R2 = .06），解釋能力相對較弱。各主題回歸係數均

達極顯著（p < .001），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網絡呈現正相關，說明戰狼策略的運用確

實會受到主題的影響。其中，主題四：譴責西方干涉內政的相關性最高（β = .67），

代表該主題的外交議程溝通策略最能影響戰狼議程溝通策略。

進一步針對主題四進行探討。華春瑩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當天一連發布四則推

文，以 catastrophe 等戰狼關鍵詞，嘲諷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試圖干涉他國事務，並暗

諷美國及其盟友終會為自己失敗的政策負責。此外，趙立堅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

推文，以 condemn 等戰狼關鍵詞，譴責他國軍隊謀殺阿富汗平民，並呼籲他國政府應

專注國內事務而非干涉他國主權。與其他主題相較，該主題確實較具針對性，有較高

機率影響外交官採取戰狼策略。

具體而言，中共現階段將外交部發言人 Twitter 視為「外宣」重要窗口（廖助

程，2021）。由外交議程及戰狼議程網絡的迴歸模型可得知，中共在 Twitter 上的各戰

狼外交主題，其外交議程與戰狼議程網絡均呈現中低或低度正相關，一方面說明了各

個主題議程包含但不限於戰狼溝通論述，另一方面也驗證了 BERT 模型的二元分類效

果。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聚焦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 Twitter 推文內容，結合自然語言處理與社會

網絡分析，通過 BERT 深度學習、LDA、SNA 等技術，對中共外交官在社群媒體上的

公開論述，先後完成文本分類及主題、網絡建模，從而探索中共 Twitter 外交的主題論

述與溝通策略。研究發現，中共 Twitter 外交並不全然採取戰狼式的溝通策略，在主題

上集中於人權、主權、防疫、治彊等面向，對象以美國居多，較常出現的戰狼溝通策

略有謊言、種族滅絕等論述，且其籌謀多與安撫民意、鞏固政權有關。顯見中共外交

官對戰狼溝通策略之運用，具有一定的選擇性、針對性及目的性。

具體而論，經 BERT 有監督數據的遷移學習分類結果，具戰狼傾向的外交主題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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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7％，無戰狼傾向的外交主題則近四分之三。說明中共 Twitter 外交的現階段溝通

策略，包含但不限於、亦不尊於戰狼外交。戰狼式溝通雖存在於中共 Twitter 外交的策

略工具選項中，但目前仍是「特殊條件下的戰術調用」，亦可理解為外交官以展現鬥

爭精神的社群表演，來應對國際尖銳挑戰的權宜之計。以民族主義為本質的戰狼外交

辭令，尚未在 Twitter 外交中形成普遍性原則，其與國際社會交往的方針，基本還是以

和為貴。這解釋了習近平為何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場合，要求外交工作謙

遜謙和、廣交朋友、擴大國際輿論朋友圈，對戰狼外交釋放約束訊號的理由。

進一步檢視 LDA 主題建模，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形構的戰狼外交主題，包括

了「捍衛人權治理成效」、「宣揚結伴共贏外交」、「拒認肇疫防疫疏責」、「譴責

西方干涉內政」與「駁斥迫害新疆指控」。整體觀之，中共 Twitter 外交主題牽涉其

與國際社會在人權、主權、全球治理、非傳統安全等範疇的博弈，與中共強調主權為

尊、國際參與、平衡霸權、新安全觀等自雙邊擴及多邊外交的實踐，若合符節。

其中，戰狼外交以「捍衛人權治理成效」的推文數最高，「駁斥迫害新疆指控」

次之，顯見中共 Twitter 外交至為關注人權議題。尤其新疆問題，對中共而言，國際

上關於新疆人權的指控，始終與支持分裂主義、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陰謀論掛

勾，致使新疆成為不得不傾全力防範「顏色革命」的黑天鵝。

另方面，推文數最低的戰狼外交主題為「譴責西方干涉內政」。其理由應與中共

國際交往政策的轉向有關。換言之，「譴責西方干涉內政」有可能讓中共反噬其身，

即便中共仍常以「干涉他國內政」來抨擊對手，但根據一項美國空軍委託蘭德智庫

（Rand）進行的研究，中共積極參與區域事務後，原先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

交立場早已有所調整（Medeiros, 2009）6。

6.	 事實上，中共一直透過媒體宣傳、政治施壓、政客收買、債務陷阱等方式插手他國內政。例
如由國家媒體《中共日報》通過贊助廣告，宣傳美中貿易戰是美國總統愚蠢行徑的結果，以
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s）身分，合法干預美國選舉；利用孔子學院、政治獻金、媒體
收買、駭客攻擊等操作，長期對澳洲進行全面滲透與干預，澳洲政府甚至祭出《反外國干預
法》，試圖遏制中共對其內政的影響；以低利鉅額貸款，資助非洲貧窮國家完成港口、機
場、鐵公路、油井、稀礦開發等基礎建設，並憑其債權身分，操作減債、緩債槓桿，或同意
以租借國土抵債，從而獲取對債務國家港口、基地或政策走向的控制權（黑快明，2020；楊
一逵，2019；Dukalski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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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干涉內政是中共 Twitter 外交相對冷淡的議程，因中共必須考慮逆火

（backfire effect）及回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由於國際間對中共干涉他國內

政的指摘，並不缺乏實質證據，倘若為了澄清或駁斥而頻繁發文，中共必須顧慮，其

後發訊息可能會與大眾既有看法不一致，反倒加深人們對原有資訊的信任，或促使渠

等轉而關注中共干涉他國內政的類行，導致其溝通訊息更加缺乏市場，甚至引來外交

挫敗。然而，對照 MRQAP 分析結果，「譴責西方干涉內政」同時也是外交官最常建

構戰狼議程的主題，說明中共外交官對該主題的論述立場不會傾向於溫和，Twitter 上

的言詞交鋒，反而慣常顯露「不推則已，一推驚人」的鬥爭姿態。

本研究以 MRQAP 對 SNA 網絡建模成果進行檢驗，五項戰狼外交主題的外交議

程網絡均能預測各自的戰狼議程網絡，代表中共外交官對各主題的議程建構，明確存

有霸淩、挑釁等戰狼偏向。由於進行檢驗的 5 組 10 個網絡，係生成於 BERT 歸類出

的戰狼語料庫，故 MRQAP 所得結果說明了 BERT 模型，確實能有效辨認情緒詞彙，

且只須進行微調，即可將模型應用到下游的 NLP 任務中。再者，外交議程與戰狼議程

網絡的模型適配度及相關係數均以「譴責西方干涉內政」為最高，代表中共外交官對

該主題的戰狼議程溝通策略較多受到外交議程溝通策略的影響，有較高比率採取戰狼

式的議程建構；但外交官對該主題的推文數卻最低，說明「譴責西方干涉內政」亦是

中共不願主動碰觸，但又至為依賴強硬溝通的主題，屬於 Twitter 外交的核心鬥爭陣

地。此種不得不反擊回應的現象，呼應了 Jiang（2021）的觀點，折射出中共外交官在

習近平益趨矛盾的外交政策指導下，刻正陷於戰略及戰術牴觸的窘境。

將戰狼外交置於中共政治及國際交往實踐的語境下理解，中共外交官在 Twitter 

上對「捍衛人權治理成效」的議程建構，以宣介自身的人權觀及人權發展成就為框

架。涉及戰狼策略的議程占 6％，主要在抨擊美國實施並矯飾種族滅絕政策。由於中

共的人權主張傾向於生存權及發展權，是寄生於民本而非民主制度的概念，與強調自

由權、平等權的美式人權不同，定義相左，自然無法談出共識。故中共將此主題定位

成真假人權的交鋒，以謊言這類詞彙將美國貼上偽善標籤，從人格上打擊美國權威，

以獲取重新詮釋國際人權觀的主導權。

第二，「宣揚結伴共贏外交」是中共對外傳播「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交

往路線的重點，外交議程包含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對霸權及單邊主義等。其中，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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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占 27％，旨在影射美國是擺弄零和博弈的霸道強權。從美國對中採取圍堵政策

以來，中共始終無法迴避與美爭奪盟友的困局。因此，中共操持堅決反對等詞彙，訴

諸斷言策略，宣稱反對抗、反封閉、反獨尊的外交立場，點名美國背離合作、開放

精神，其結盟是「找敵人」的舊冷戰思維，藉此鬆動以美式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抗中格

局。

第三，在「拒認肇疫防疫疏責」部分，中共外交官置重點於駁斥中共起源說、主

張科學溯源、擴散美國實驗室外洩論等議程。戰狼議程僅 12％，多與控訴美國惡意抹

黑有關。對中共而言，美國直指其防疫治理過失的舉動，可能會讓北京政權陷入權威

困境。為免政治信任流失，中共藉謊言、詭計、操縱等語彙，指摘美國布局陽謀，將

防疫失責之罪甩鍋於己，以此轉移民怨，緩解內部治理危機。

第四，與美國在新疆展開的主權保衛戰，是中共不容有失的鬥爭。中共外交官對

「駁斥迫害新疆指控」的議程建構，不外乎就強逼勞動、強制絕育、種族滅絕等問題

進行澄清。戰狼議程占 24％，除了把美國對印第安原住民的劣行，拿來當作轉移注意

力的紅鯡魚外，亦聚焦於揭露「顏色革命」黑手，將人權控訴轉置為主權顛覆，通過

謊言、假訊息、汙衊等語彙，反控美國企圖以訛詐、誹謗等言論，在新疆製造動亂。

最後，從戰狼議程的比重觀之，中共 Twitter 外交在「譴責西方干涉內政」主題

上，採取了 45％ 的戰狼議程，較其他主題頻繁許多。議程建構圍繞在美國對其他國

家的干涉，指控美國煽動戰爭、軍事干預阿富汗、對他國破壞而非建設、關心他國內

政更甚於國內疫情及種族歧視問題等。戰狼議程多在告戒美國尊重他國主權，儘快解

除單邊制裁與長臂管轄。由於事關專政合法性與政權延續，中共在此議程上同美國針

鋒相對，以本國的、種族滅絕等詞彙，強調各國主權及生活方式須被充分尊重，並呼

籲各國共同反對美國繼續犯下反人類罪行。

綜合研究結果觀之，影響外國官民以使國家戰略目標獲得支持，雖仍是新時代中

共外交工作的內核，但若涉及對美鬥爭，中共即會出於政權延續的考量，靈活調用戰

狼策略，操弄民族情緒，在大陸民眾的國際對抗想像中，偷渡共產政權的正當性與權

威性。因此，與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相較，中共領導人顯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艱危的

國內挑戰上。Wang（2008）的觀點適切解釋了中共如此操作公共外交的內在原由，亦

即中共認為，當前國際上多數的話語權都由美國及其意識形態所主導，面對話語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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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弈，既要運用本國的，也要通過外國的媒體開展媒體外交，但即便擁有經濟、文

化與媒體實力，卻也無法控制西方媒體對其的負面描述。本於強烈的中國文明成就感

與歷史經驗，當歷史意義沒有自動轉化為當代影響時，中共領導者與中國民眾在情感

上甚難接受，而戰狼外交即是基於此種集體挫折的反動。

就理論意涵而論，中共 Twitter 外交與傳統媒體外交的命題不同，是一種繞過記

者與媒體議程設定，通過議程建構直接與目標對象對話的溝通形式。做為非傳統形式

的媒體外交，不僅訊息守門的機制從媒體機構轉移到中共領導人及其外交官，亦因社

群媒體賦使之故，溝通訊息出現出口轉內銷現象，溝通對象不再局限於外國公眾與政

府，還會包括中國國內民眾，對於特定主題的溝通，後者甚至比前者更為重要。此一

發現呼應了 Lemus-Delgado（2021）關於中共為何透過公共外交控制 Covid-19 防疫敘

事的研究結果。

議程建構方面，研究結果呼應周穎（2021）的主張，認為中共 Twitter 外交同樣

受到和諧論與喉舌論的雙重影響，大部分議程仍以和平共處為考量，對特定主題則會

採取戰狼策略，建構戰狼議程的偏向主要來自於不同的主題。尤其對國際博弈難以擺

脫零和的主題，中共即常採取戰狼策略，利用民族主義情緒，達到國內治理危機根源

的轉移。將目光聚焦於戰狼議程，從比例上來說，戰狼外交並無違反和諧論；就喉

舌論而言，戰狼外交服膺於習近平的鬥爭指導，但習近平在更高層次上卻強調合作共

贏、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讓戰狼外交在習近平的政策矛盾下，成為對和諧主旋律做出

互補的複調，同時也造就一種不論有無採取戰狼策略，概不違背喉舌論的悖論。悖論

的導因源於習近平調和外部利益與內部穩定的需求，而此需求係因內部民眾已在特定

主題中，被視為比外國公眾或政府更為重要的溝通對象所致。可以說，溝通對象的置

換，是理解中共 Twitter 外交出現宣傳悖論的關鍵概念。

在中共外交脈絡上，戰狼溝通策略是一項考量特殊政治目的的戰術調整。戰狼

議程之建構受到特定主題的影響，即便在具有戰狼傾向的主題中，以戰狼語彙進行

操作的議程，仍不是唯一或最優先提上重要日程的議事。此一研究結果與 Litvak & 

Pomozova（2021）、Min（2020）等人的論點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戰狼議程的目標

幾乎都是針對美國，故戰狼外交會否延續或常態化，主要還是取決於美國的對中政策

與態度。此發現將能提供一個觀察錨點，提醒有關中共外交路線發展趨勢的評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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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必要將目光從習近平的領導風格轉向美國因素。在研究方法層面，除驗證了

BERT 深度學習做為文本探勘工具的適用性外，本研究採數據探勘取徑，以近乎普測

方式，針對近似母群體的樣本規模進行分析，能讓戰狼策略在 Twitter 外交上的角色推

論，更加貼近實況。

本研究有以下限制：首先，學術社群目前對「戰狼外交」尚缺乏明確定義，本研

究已透過文獻及事件資料的爬梳，嘗試做出定義，並據其建立「戰狼關鍵詞辭典」，

做為機器學習的標準。後續研究可在此基礎上，對辭典進行檢驗與概念化，讓「戰狼

外交」的定義更具共識，亦可完善辭典規模與多樣性，並汰除不合宜的詞彙，精進詞

庫系統或機器學習的效能。其二，本研究並未關注中共戰狼外交的整體協作網絡，若

將考察重點置於外交官群體間的轉推關係，或可理清戰狼外交的運作軌跡；亦可擱置

戰狼策略做為中共外交複調的基設，反向調整分析次序，先以 LDA 掌握中共外交的

議程主題，再以 BERT 搭配戰狼關鍵詞辭典，探看各主題的戰狼推文頻率，從不同的

本體認識來檢視戰狼策略常態化的可能性。其三，本研究認定 Twitter 已被中共用來管

理民意，對中共宣傳存在出口轉內銷的預設，目前應能被學術社群普遍接受，但仍期

待後續研究，將中共的網路管控因素納入考量，並在其架構下，對戰狼外交如何影響

境內民意，或甚操控民族主義情緒等問題，做出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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